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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李一诺：我所遇到的中国难题
2018年 2月 13日，比尔及梅

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
盖茨与梅琳达·盖茨发布了他们
的第十封年度公开信， 坦率地回
答了他们“常被问到的 10 个难
题”。作为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首
席代表，李一诺也借此机会，挑选
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中国难题”进
行回答。 她表示：“希望各位在读
完后能够对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更
加了解和认同， 对我们支持的目
标更加乐观而笃定。 ”

问题一：盖茨基金会特别重
视“中国创新”，但中国以前一直
被认为是“山寨大国”，中国的创
新实力真的有这么强吗？

李一诺：中国的科研和创新
实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目前
中国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到
2020 年将有望超越美国。中国已
经在某些科学领域成为掌握主
动优势的引领者， 比如克隆、胚
胎学和病毒学，量子互联网和太
空领域等。

盖茨基金会在与中国多年
的合作过程中，也看到了中国在
创新方面的巨大潜力。 比如

“商环”，它不仅大大减轻了手术
的痛苦， 而且具有价格低廉、微
创、易于医疗人员操作等诸多好
处。“商环”已通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预认证，表明其安全性
和有效性已经达到世界级水平。

商环的诞生背景是：中国的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整体医疗水
平相对较低，传统的包皮环切手
术可能因医务人员水平参差不
齐造成患者额外的痛苦，并且费
用相对老百姓的消费能力来说
很高。 这样的发明很难出现在一
个医疗资源相对丰富、消费水平
较高的发达国家，大家没有原因
也缺乏动力去做这样的创新，因
为他们无法感同身受发展中国
家面临的挑战。 所以像这样的创
新发生在中国并非偶然。

问题二： 盖茨基金会希望中
国的发展经验能够输出到其他发
展中国家， 但中国的发展模式非
常独特， 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公共
卫生成绩是在所谓的“制度优势”
下取得的， 对于其他社会制度的
国家，中国经验具有可复制性吗？

李一诺：的确，中国很独特，
但话说回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
独特的国情。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

人均 GDP 曾长期低于撒哈拉以
南非洲地区。 可以说，中国在比
非洲还要差的经济基础上建立
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疾病监测
和控制体系。 通过严格的监测和
治疗，中国的疟疾发病人数已经
从 1950 年代的 3000 万例左右下
降到 2016 年的 3373 例。

中国经验至少提供了两个
方面的借鉴：一是中国已经用实
践证明了什么是可能的；二是我
们可以总结出成功的关键措施。
我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将
中国经验转化成适合当地的模
式，在不同的卫生体系下把同样
的关键措施做好。 但前提必须
是： 充分了解受援国的卫生体
系、能力和基础设施情况，因地
制宜，绝不能生搬硬套。

再以农业为例，中国和非洲
的农业生产方式都是以小规模
经营模式为基础的，有一定相似
性，而且都处在从低水平的农业
生产向高水平的现代农业的转
型过程中，中国走得比非洲快一
些，特别是中国通过推动农业发
展进而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取得
成功，所以中国的经验与其他国
家的发展经验相比，具有更实际
的借鉴意义。

问题三：疫苗的安全问题一
直是中国公众关注的焦点。 某些
案件引发的广泛担心导致很多
家长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 盖
茨基金会是否担心中国生产的
疫苗的安全性和质量？ 在这种情
况下，为什么你们仍然选择与中
国疫苗生产企业合作去解决全
球流行病挑战？

李一诺：疫苗每年可挽救数
百万人的生命，是最经济有效的
健康干预手段之一。 停止使用疫
苗才会对生命造成真正的威胁。

2011 年和 2014 年， 中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分别通过
了 WHO 国家监管能力评估的
首次认证以及再认证———这是
世界公认的对疫苗监管水平的
科学而全面的评估———标志着
中国疫苗监管体系已与国际接
轨。 超大人口样本量的数据也足
以自证：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疫苗研发、生产、使用和监
管体系。

盖茨基金会之所以与中国
的疫苗企业合作，是因为中国企
业有实力生产国际水准而且更
加经济的疫苗。 也就意味着，我
们可以用同样的资金挽救更多
孩子的生命。

我们正在与中国积极合作，
释放这种潜能。 未来 10 年内通
过 WHO 预认证的中国疫苗将
会呈现“井喷”态势，是一个大概
率事件。

疫苗在医药产品当中属于
门槛最高的领域之一，很多国家
尚未具备疫苗的生产和研发能
力。 中国在疫苗行业的进步和趋
势，足以让我们对中国的健康产
业充满信心。

问题四：中国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 ， 预计几年后将超越美
国。 中国自身在扶贫方面也有很
多成功的经验。 为什么你们还要
支持中国开展扶贫工作？ 盖茨基
金会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独特的
价值吗？

李一诺：中国的确有成功的
扶贫经验，但在消除贫困的“最
后一公里”上，中国剩余贫困人
口的致贫原因更顽固、 更复杂，
过去主要采用的以经济发展和
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为基础的扶
贫战略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
求，所以才会有现在我们看到的
“精准扶贫”战略。

自从 2007 年进入中国以来，
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与中国
合作，帮助中国解决重大健康和
发展挑战。 我们自然希望能为中
国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助一臂
之力。 当然，我们也会结合基金
会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的经验和
专长，希望能够支持中国政府采
用更为创新的模式来应对扶贫
挑战，同时也希望将中国的成功
经验进行总结并分享到其他发
展中国家。

问题五：中国的癌症和慢病
负担越来越重，为什么你们不帮
助中国解决这些问题，而是关注
艾滋病、结核病这些看起来相对
小众的疾病？

李一诺：虽然盖茨基金会是
资产规模最大的慈善基金会，但
是在诸多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面前，仍然是杯水车薪。 所以我
们必须合理分配慈善资源，使其
社会效益最大化。

癌症和慢病不只在中国，在
全球范围来看也都日益严重，但
即便如此， 相对于传染病而言，
这两个领域也有着相对充分的
市场激励。 也就是说，可以主要
依靠市场去解决药物研发的问
题。 我们在健康领域的投资大多
数都集中在减少全球贫困人口
的传染性疾病负担。 因为这些挑
战非常复杂、影响面大却又常被
忽略，以至于全球对解决这些问
题的投入长期不足，穷人的需求
无法得到市场的满足。

其实，我们在癌症领域也开
展了一些工作，但同样是基于上
述逻辑。 比如说我们关注宫颈
癌，是因为它主要影响发展中国
家的女性。 另外，我们在中国开
展控烟，也会有助于减少吸烟导
致的肺癌。

问题六：中国企业在非洲受
到攫取资源、破坏环境等很多争
议，你们为什么还要和中国企业
合作去帮助非洲？

李一诺： 盖茨基金会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理念———让市场为穷
人服务（Make markets work for
the poor）。 如果我们能够调动企
业参与其中， 就能够运用市场机
制可持续地解决社会问题。 我们
与企业合作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
营利，而是创造社会效益。

比如，Global Good（一家由
比尔·盖茨和高智公司投资发起
的研发机构）与中国澳柯玛公司
合作开发了一款名为 Arktek 的
冷藏设备，只需使用冰块就能将
疫苗保持在合适温度下长达 35
天或更长时间，无须电池、太阳
能或丙烷等任何外部能源，在西
非抗击埃博拉的过程中立下了
汗马功劳。

关于中国企业在非洲面临
的争议，这个问题中的简单评价
并不公允。 我们与中国企业合

作，就是为了针对非洲人民的需
求，发掘并支持中国质优价廉的
健康产品和农业产品走进非洲。
当然，我们相信，各国政府和国
际机构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政策
和法规，以规范企业行为，保护
当地社区的利益。 盖茨基金会在
甄选合作伙伴的时候也是非常
严格的。 实不相瞒，有些合作伙
伴甚至认为我们的标准过于“严
苛”。 但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避
免损害当地群众的利益。

问题七：中国公益领域的行
政化一直被业界诟病，很多公益
界人士都认为政府应该退出公
益领域 ，还权于民间 ，但盖茨基
金会为什么有大量和政府合作
的项目？

李一诺 ：“中国部分公益机
构的行政化”有着特定的历史原
因，但这和“公益机构与政府合
作”是两个话题，不能混为一谈。
的确，政府、市场和公益这三个
部门都有边界，但这并不意味着
三者应该各干各的、 拒绝合作。
事实恰恰相反。

盖茨先生在今年的年信中
说，任何新方法的成功都需要三
个步骤：首先，要运行试点项目，
证明这一方法可行；之后，要确
保相关工作可持续开展； 最后，
要将这一方法普及开来。

如果说公益机构在第一个
步骤最为擅长，那么市场和政府
的参与有利于保证项目的可持
续开展，而且政府在普及推广解
决方案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

在盖茨基金会， 我们相信
“催化式慈善”的力量。 我们的理
念是投资并管理那些政府无法
承担、企业不愿承担的高风险却
又非常有前景的创新型项目。 一
旦我们有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催
化式慈善可以触发企业和政府
采取行动，从而将那些创新带给
最需要的人们。 我们希望盖茨基
金会可以成为搭建公共部门和
私营部门之间的桥梁。

梅琳达说：我们要与政府合
作，尽可能为让世界最多贫困人
口受益的政策争取支持。

比尔·盖茨说：敢于冒险的人
需要支持者； 好的思想需要布道
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

（据盖茨基金会 ，文中回答
部分有删减）1960年至 2011年，中国与若干非洲国家疟疾发病率 Log10（1/10000）

商建忠亲自展示商环 2015 年，老挝儿童接种中国研发并生产的乙脑疫苗


